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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农民作为城市化自为主体，立足实践经验，从家庭自主性视角建构农民城市

化的实践类型，丰富和拓展农民城市化研究。基于农民城市化意愿及其能力的双重分析，发现以
阶层流动为目标的发展型家庭进城意愿较高，其中在进城能力较强的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民实现

的是完全城市化，而在能力次之的江汉平原、华北平原农业型村庄则只实现了半城市化;以社会
生活为目标的生活型家庭进城意愿较低，其中珠三角发达地区农民在半工半租的村庄福利笼罩

下具有典型的逆城市化倾向，而西南边陲地区在城市化意愿和能力都较低的情况下，农民融于日

常生活而表现为去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存在客观的区域差异，要分类施策，同时也要重视
农民家庭在城市化中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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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2018 年底全
国人口 13. 95 亿，其中城镇化率近 59. 6%①，城镇

人口已经远超农村人口，且预计到 2035 年中国城

镇化率将达到 70%以上②。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
展，城镇化不断攀升，成为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重

要标志，也亟待学界进行持续性地深入研究。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界对农民城市化的研究相对较多，争议

也较大。农民城市化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其
不仅包括居住空间的城市化、社会身份及职业的非
农化，也包括农民的角色意识、思想观念乃至生产
生活方式的转化，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 文军，

2004) 。在此意义上，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尤
其是相较于土地城市化导致的用地过度扩张和整

体福利下降，人的城市化才是根本取向 ( 张耀宇

等，2016 ) 。但是如何实现人的城市化学界争议
颇大。
有一种观点将人的城市化作为既定事实，农民

市民化问题由此被归咎于体制、制度问题，导致农
民无法被有机整合进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中，

真正实现市民化。由此，学者发现当前的农民市民
化多是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半城市化”状态，
具体表现在各个系统的不衔接、社会生活的不融合
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 王春光，2006) 。针对
此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应从当前城乡二元社会体制

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入手，实行土地流转和户籍

制度的松绑性改革，破除制度性屏障，加快城乡人

口流动，推动城市化进程 ( 王桂新，2012; 周文等，
2017;向晶等，2018) 。另一种观点则立足农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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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认为农民城市化实践关键不

在于体制、制度问题，而在于农民家庭的理性化选
择。农民城市化是农民根据其家庭理性自主实现
的城市化( 王海娟，2015) 。基于此，以代际合力为
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成为农民城市化的

成本分担和实践机制，由此形成农民城市化的特殊

模式:就近城市化( 陈文琼等，2018) 和接力式进城
( 张建雷，2017) 。基于代际支持的接力式进城和
就近城市化实践的是半城市化，这种半城市化并不

是制度问题，而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过程，是农民

出于经济理性的策略选择。因此，中国城乡二元体
制并非农民城市化的制度障碍，相反其作为保护型

结构是农民进城的巨大制度红利( 贺雪峰，2014) ，
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的弹性城市化，是防止城

市贫民窟、保持城市化稳健有序的根源 ( 廖桂蓉，
2009;王德福，2017) 。
既有研究比较清晰地梳理了农民城市化的内

涵、问题及其实践路径，并伴随着研究争论不断将
研究视阈从宏观体制层面转向微观个体层面，强调

农民城市化的“阶层主体性”( 夏柱智等，2017 ) 。
延续此路径，本文立足农民城市化的家庭理性，从

微观层面总结农民城市化实践类型。但是与既有
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非基于实然意义上将农民城

市化视为自在主体，默认农民进城的必然性，进而

探讨其城市化实践的外在条件或内在推动，这显然

忽视了农民城市化的意愿问题。城市化虽然是经
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但农民是否城市化

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农民

家庭的进城意愿，这是农民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之

一。客观上，农民的城市化意愿受个体、家庭、村庄
和城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毛新雅等，2016) ，根本
上是外生城市化发展的吸力和内生社会文化结构

的推力共同塑造的( 陈扬乐，2000) 。基于此，本文
将农民视作城市化自为主体，一方面关注农民城市

化的主观价值取向，而非单纯立足于农民的进城能

力及其融入程度;另一方面从农民家庭而非农民个

体角度出发，农民城市化意愿是家庭整体意愿。与
西方核心家庭形态不同，中国家庭在“恩往下流”
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主导下是以子代核心家庭为

发展目标的整体性家庭，因此农民城市化是以家庭

为基本单元的( 朱灵艳等，2019) ，农民城市化意愿
离不开家庭发展意志。
质言之，本文以农民家庭为分析单位，从家庭

自主性层面厘定农民城市化意愿，并将其放置在农

民城市化能力的实践经验中，基于二者的互动，探

究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及其基本样态。本文可
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引入家庭自主性视角，将

农民城市化意愿纳入农民城市化实践中，拓展学界

关于城市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其次，立足经验分析，

通过农民进城意愿及其能力的双向互动进行类型

建构，丰富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为中国城市化

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
与所在团队于 2016年至今在各地农村展开的田野
调查，文章即是在多次、多点调研基础上形成的关
于农民城市化问题的集中性思考。

二、分析框架:家庭自主性视阈下的农民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

进城的制度性障碍越来越小，一方面进城务工的机

会越来越开放和充裕，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红利也

相对减少，相反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附着在集体土

地成员权基础上的农村户籍反而更具诱惑力，城乡

二元结构从剥削走向保护( 贺雪峰，2014) 。由此，
农民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制度和政策问题，而是家庭

和经济问题，是农民基于家庭自主性及其经济理性

的策略选择，因此城市化研究不能忽视农民家庭自

主性。在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家庭自主性不仅包括
农民家庭在家庭发展能力限度内的理性调试，也包

括其在家庭发展目标驱动下的主体选择，这就对农

民城市化的能力和意愿提出了要求。当前学者更
为关注前者，即基于体面城市化* 的进城目标，探

究农民如何实现城市化。但是农民城市化的能力
能否被充分激发和彻底转化往往取决于其城市化

意愿。因此本文试图从农民城市化的意愿和能力
两个面向探讨其城市化的实践类型，并结合家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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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细致分析。
(一)家庭发展目标与城市化意愿

城市化意愿是农民进城的面向和驱动力。学
者一般从自上而下的外在动力机制将农民城市化

意愿归结于宏观经济发展，认为城市工业部门创造

的充裕就业机会及其高工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吸纳是驱动农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源 ( 王桂新，

2013) 。这显然忽视了自下而上的内在机制，农民
城市化作为家庭自主性城市化，其进城意愿不仅源

自外生力量，也源于内生力量，本文称之为家庭发

展面向。家庭发展面向取决于家庭发展目标，家庭
目标越是发展性的，也即越是以向上流动为目标，

其城市化的意愿相对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 贺

雪峰，2012) ，不同村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不同，
家庭发展目标也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

是以阶层流动为家庭目标，此类家庭本文称之为发

展型家庭，其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平

原村庄，典型如长江三角洲 ( 以下简称长三角) 发

达地区农村和江汉平原、华北平原普通农业型村
庄。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中部农村社会结构比
较分散，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下，农民生活和意义

面向容易发生转变，家庭发展面向向外，家庭进城

意愿很强。笔者于 2017年 12月、2018年 9月分别
在浙江上虞兴村* 和皖南寒村调研，两村的进城买

房率分别高达 50%、90%; 位于华北平原的北方农
村村庄内生规范较强，代际伦理责任也相对厚重，

村民具有很强的人生任务观念。但是随着城市化
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及其与子代婚姻的捆绑，强化父

代责任的同时，激活村庄竞争，激发了本地家户的

城市化面向。
第二类是以社会生活为家庭目标，本文称其为

生活型家庭。这类家庭集中在南方宗族型村庄和
西南边陲农村，典型如广东、福建、赣南、贵州、云南
等地，其中宗族型村庄具有笼罩性的宗族认同结

构，抵御现代性力量的侵入，因此宗族内部“尊尊，
亲亲，父父，子子”的伦理价值没有完全断裂，代际
责任向上反馈更多，子代成婚、买房都不是父代的
刚性责任，家庭目标相对分散，城市化目标不凸显，

农民进城意愿不强。而处于儒家文化圈边缘的西
南边陲地区，接受儒家文化的浸染较小，家庭内部

的价值伦理观念较弱，家庭发展基本围绕日常生活

展开，进城意愿很低，在贵州调研时进城买房的农

户反遭大家嘲讽和排斥。
简言之，农民的城市化意愿是由其家庭发展目

标推动的，围绕着阶层流动和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

家庭目标，其城市化意愿是依次降低的。
(二)家庭发展能力与城市化能力

立足于家庭发展，农民进城能力取决于其家庭

发展能力。家庭发展能力是完成家庭目标、实现家
庭继替的能力，这其中既包括家庭生产发展能力，

也包括家庭抵御风险能力。阚兴龙等( 2019) 将家
庭发展能力操作为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人口再
生产能力和家庭生活发展能力三个子系统，强调家

庭人口再生产能力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吴帆等

( 2012) 将家庭发展能力视为家庭资源满足其成员
生活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包括六个方面，但是伴随

着家庭供求均衡机制的失衡，家庭发展能力亟需政

策支持。这本质是二元视阈下的分析，因此家庭发
展能力需要外力助推，但实际上家庭发展能力不仅

包括外生资源禀赋，也包括家庭内部策略及其功能

组合，家庭发展能力是由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
庭策略组成的 ( 石智雷，2014) 。李永萍 ( 2019) 进
一步细化为家庭资源、家庭结构和家庭目标，从家
庭内部的能动性出发阐释家庭的发展能力。基于
此，本文从家庭自主性出发，将家庭发展能力操作

为家庭资源充裕程度和家庭代际合力程度，前者是

家庭发展能力的经济基础，更多取决于半工半耕的

生产力，后者是家庭发展能力的关系基础，包括家

庭劳动力的整合程度及代际支持力度。
首先，资源充裕程度一方面受制于土地资源，

另一方面受制于市场资源，也即半工半耕结构。从
“耕”的层面看，人均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数量及质
量决定其农业收入水平，人均耕地面积较多且土质

肥沃的情况下，农业的生产性收入就相对较高，从

而形成家庭资源积累的一部分; 反之，农业则只扮

演糊口角色，无法转化为家庭发展能力。从“工”
的层面看，在务工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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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机会越多、水平越高，家庭的发展能力也越强，
反之则越弱。在市场作用下，农民务工水平* 受制

于两个因素:一是距离市场的远近，二是市场就业

机会的充裕程度。距离市场越近且市场机会越充
裕的地方，劳动力务工成本低且可实现充分就业，

其务工水平就相对更高，家庭发展能力也就更强，

反之则较弱。
其次，代际合力程度取决于家庭关系结构，这

是由家庭伦理责任塑造的。家庭劳动力的整合一
定程度上意味着家庭劳动力调动的充分程度，家庭

劳动力整合度越高，其劳动力资源越被充分调动，

代际支持的力度也越大，家庭的发展能力也相对越

强，反之则越弱。一般而言，代际责任愈是刚性的，

代际整合和支持的力度就越大，反之，弹性代际责

任下代际整合和支持力度具有可收缩的空间，家庭

发展能力相对就是不完全充分的。
概述之，立足于家庭自主性，农民城市化能力

受制于家庭发展能力，而家庭发展能力又取决于家

庭资源的充裕程度和代际支持的合力程度，家庭资

源越充裕、代际合力程度越深，家庭发展能力就越
强，农民城市化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三)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

农民城市化的实践是其意愿和能力综合作用

的结果，根据城市化意愿和能力两个面向可以将农

民城市化建构为四种理想类型( 见表 1) 。

表 1 农民城市化的四种类型

意愿水平 城市化能力强 城市化能力弱

城市化意愿高 完全城市化 半城市化

城市化意愿低 逆城市化 去城市化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农民进城的意愿很高、城
市化能力也很强时，其城市化实践即是一种完全城

市化，典型如城郊农村基于城市土地扩张实现的就

地城市化与长三角发达地区基于农村城市化工业

发展和本地就业实现的高水平城市化 ( 褚明浩，

2019) 。当农民城市化意愿很高但其进城能力在资
源结构等的限制下难以高水平发挥时，其城市化的

实践则是一种半城市化，这是一般中西部农业型村

庄农民城市化的普遍样态，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 王春光，2006) 。与之相反，当农民城市化意愿较
低时，也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其城市化能力相对

较强，这种农民具有一定的逆城市化＊＊倾向，典型

如珠江三角洲( 以下简称珠三角) 地区地租经济加

持下的部分农村( 李翠玲，2011) ; 另一种是农民城
市化意愿不高，进城能力也不强，典型如贵州、云南
等地，这部分地区农民具有去城市化的面向。
上述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类型建构，可以

相对直观地了解农民城市化的实践样态，但是作为

理想类型的建构，其在实践经验中是如何呈现的还

需进一步细致挖掘。由此，本文以家庭自主性为分
析视角，结合农民家庭的实践经验，通过对农民城

市化意愿及其能力的双重分析，探究不同城市化意

愿下基于城市化能力差异所形塑的农民城市化类

型及其实践机制。

三、发展型家庭农民的城市化实践

发展型家庭以阶层流动为家庭发展目标，无论

是出于主动选择还是基于被动裹挟，现代性压力的

进入激活了农民的城市化面向及其动力，因此农民

城市化意愿相对较高，但是其所拥有的城市化能力

具有差异，根据农民城市化能力的高低可以将发展

型家庭的城市化分为完全城市化和半城市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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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农民城市化能力较强的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村

和农民城市化能力相对较弱的江汉平原、华北平原
普通农业型村庄为例，分析同为城市化意愿较高的

村庄的农民城市化实践的差异。
(一)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民的完全城市化

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村庄社会

结构遭遇市场和现代性力量的冲击较大，在城乡一

体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发展目标向城市看齐，城市

中产生活成为年轻群体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以苏
南为例，苏南的工业化模式是从资本运营型的集体

企业转向资产运营型的招商引资，形成的是以集体

土地租赁为基础的新型集体经济，其集体资源基本

统筹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农民以土地换社保的方

式全部嵌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因此城市中产目标的

实现依赖劳动力就业。本地围绕劳动力素质差异
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分化，劳动力素质较高的群体进

入大企业的管理岗位、实现体面就业并顺利成为城
市中产阶级，由此对其他家户产生带动效应，农民

城市化意愿很高，在就地工业化基础上农民城市化

的能力也很强。
1. 就地工业化与三代全务工模式。长三角经

济发展为本地村民带来巨大市场红利，其核心区域

基本实现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就地工业化是多

数长三角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形态，这为本地农民

提供了充裕的就业机会。在本地工业化基础上充
分发达的经济体系塑造出本地完整产业链，不仅发

育出正规就业市场，也伴生诸多非正规就业市场，

这种多层次就业吸纳农民充分就业。不仅如此，嵌
入到长三角沿海经济开发区和发达城市群中的本

地经济，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在政

府主导下的产业梯度转型升级中，具有很强的可持

续性，这也保障了本地村民就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 朱战辉，2019) 。笔者 2016 年 7 月在苏南项村调
研时，村级工业总产值 15亿元，规模较大的外企有
7家，其余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有 198 家，全镇企
业数量更多，仅上规模的外企就有 50 多家，这无疑
为本地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按照“老年人—
中年人—年轻人”三代计算，本地三辈群体基本全
部嵌入务工体系中，其中青年与中年一代以正规就

业为主，具有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老年人

则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由村庄购买的城镇社保兜

底，三代人全部实现务工和保障，满足基本生活需

求的同时，塑造出家庭强有力的发展能力，在社保

加持下，本地农民进城能力很强。
2. 弹性代际合力的激活与强化。从社会结构

看，长江中下游地区整体而言属于分散型的原子化

村庄，代际责任有限，尤其是伴随着老人经济的独

立，代际自主性很强。但是城市化压力下，高额房
价和中产消费水平使得年轻一代很难实现独立进

城，倒逼父代资源不断集聚输入子代家庭。苏南甚
至出现一个老人一天打三份工的情况，按照当地父

母的说法: “老人给子女钱想让子女过得好一点，
与别人家孩子相比要跟上去，跟不上，补贴补贴稍

微好一点。”可见，在城市化发展目标下，家庭弹性
的代际合力被重新激活，在激烈的阶层流动竞争

中，代际之间的合力不断被强化，家庭并没有因为

经济水平的提高出现典型的核心化，反而形成“新
联合家庭”( 齐燕，2019) 。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
与整合以及代际之间的有力支持构成当地农民实

现城市化的家庭关系基础。
因此，充裕就业机会下的三代人全务工模式与

城市化压力下较高的代际合力水平，大大增强了本

地农民城市化的能力，在城市化面向的强力吸引

下，本地农民形成了建立在就业基础上的完全城市

化实践样态。
(二)中部、华北平原区普通农业型村庄农民

的半城市化

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中部普通农业型村庄

的典型代表是江汉平原农村，华北平原农业村典型

如河南、皖北、山东等地部分村庄。两类平原村资
源条件相近，城市化能力相当。从村庄社会结构和
家庭发展目标看，二者又略有差异，前者更重视教

育，后者更重视婚姻，但是现代性的冲击使其在结

果上趋于一致，即家户都具有较强的城市化面向。
其中，江汉平原隶属长江中下游，村庄内生结构相

对松散，遭遇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洗礼明显，村民

意义面向容易变动，从而产生对现代性生活的追

求。华北平原村庄内生结构相对较强，代际责任厚
重，家庭发展目标围绕人生任务展开，但是与城市

化捆绑的子代婚姻压力和村庄竞争压力倒逼其也

转向城市化，流动意愿较强。然而受制于市场资源
约束，这些地区农民城市化只实现了就近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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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
1. 半工半耕结构与农村支持城市模式。打工

经济的兴起使得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基本形成

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
在“耕”的层面，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江汉平原农
业剩余收入相较于人地关系紧张的华北平原要更

多，其不仅可以满足家庭基本生活消费，还产生一

定结余。但是整体而言，农业收入更多是补充性
的，并不是家庭财富的主要积累源泉。在“工”的
层面，三代家庭中，年轻一代是完全嵌入市场经济

体系中的，中年一代根据其劳动力生产周期和家庭

生命周期逐步从务工市场退回，在村形成以务农为

主、副业或打零工等为辅的兼业模式，老年一代则
基本进入退养状态。本地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家
庭劳动力无法全部被市场吸纳，而一般农户在全国

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不大，故而通常以低端劳

动力市场为主，收入不高，也没有社会保障，异地务

工的生活成本也更高。因此家户整体性的家庭发
展能力受到限制，只能通过半工半耕的双重收入，

形成农村对城市的支持，支撑年轻一代的城市化生

活，实现接力式进城。
2. 城市化压力下的代际捆绑。江汉平原作为

原子化村庄，代际关系具有弹性，父代对子代虽负

有一定的人生任务等责任，但其责任不是刚性的，

根据父代能力尽力而为。现代性力量的进入打破
了这一弹性代际关系的平衡，尤其是伴随子代教育

和进城买房压力的增大，父代被捆绑进子代的家庭

发展中。在城市化竞争中，父代并不能心安理得地
享受，而倾向于为子代不断地输入资源，代际合力

较强;华北平原农村代际关系厚重，代际责任刚性，

家庭发展目标围绕人生任务展开。随着全国婚姻
市场的开放与竞争，在性别资源严重失衡的本地婚

偏好下，本地形成了刚性的女性婚姻要价市场，婚

姻成本不断攀升且日益与城市化捆绑在一起。与
城市化捆绑的婚姻作为父代的刚性责任，倒逼父代

不得不高度调动其劳动力，甚至以自我剥削的方式

完成家庭的基本再生产( 韦艳等，2017) ，代际整合
程度很深，代际支持的力度也极大。
由此，以江汉平原和华北平原为代表的中部和

北方普通农业型村庄，在现代性压力冲击下，家庭

内部形成以教育或婚姻为导向的城市化目标，农民

进城意愿被充分激发，城市化动力很强; 同时城市

化的竞争与压力也倒逼代际关系的捆绑，代际整合

和代际支持力度很大。但是在半工半耕资源结构
的束缚下，本地农民家庭实现的是接力式的半城

市化。

四、生活型家庭农民的城市化实践

生活型家庭是以日常社会生活为导向的家庭，

家庭发展目标相对分散，父代人生任务观念也不

重，典型如南方宗族型村庄和西南边陲地区。南方
宗族型村庄虽然具有传宗接代的任务，但这一任务

并未与婚姻捆绑，大家庭中只要有一个儿子生男即

可，宗族认同的强大拉力也没有催生出较强的城市

化流动面向;西南边陲地区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

农民注重当下的生活享受，村庄地缘社会互助共同

体的吸纳使得村民进城意愿也不强。以下选取珠
三角发达农村与贵州农业型村庄作为典型代表，分

析同样是城市化意愿较低的生活型家庭，其基于进

城能力的差异实践何种城市化样态。
(一)珠三角农村地租经济基础上的农民逆城

市化

珠三角发达地区农村作为宗族性村庄，市场经

济的冲击虽不同程度地弱化宗族内涵，但其底色仍

然保存。以广东佛山高村为例，高村有三个自然
村，每个自然村都是单姓村，都有自己的祠堂，市场

经济冲击下本地宗族所蕴含的本体性价值明显衰

落，村民已然分不清其宗室脉络。但是具有社会性
价值的宗族文化观念和秩序得以保存，典型如人情

规范和代际规则仍然遵循传统宗族逻辑，这得益于

本地市场经济带来的不是压力而是红利。在市场
经济红利和宗族结构保护下，村庄内生无压力，家

户生产生活面向向内，城市化意愿不足 ( 王华，

2009) ，经济优势并未转化为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反
而呈现出逆城市化倾向。

1. 半工半租结构与两代人务工模式。珠三角
的工业化是依托区位优势发展的三来一补招商引

资经济，本质是通过开发土地发展地租经济，但其

地租经济的 80%收益按照成员权进行股权量化和
分红，归私人农户所有。以高村为例，高村作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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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对落后村，集体分红每人平均 3000 元 /年，全
镇分红平均在 5000 元 /年 /人，最高达到人均 1 万
元 /年。除此外，本地招商引资的企业基本是以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劳动技术要求不高，因此充

分吸纳本地人就业，中、青年两代人基本全部嵌入
务工市场，个人的务工收入虽然不高，但是全家务

工收入不低，高村家户年均收入不低于 10 万元。
不仅如此，作为劳动力流入地，本地农户还通过

“种房子”发展出租屋经济，因此本地家庭形成半
工半租的生计模式。半工半租结构为本地农民创
造了充裕的资源基础，家庭发展能力较强，客观意

义上农民的城市化能力较强。
2. 无压力结构中低度的代际支持。珠三角农

村虽然工业化起步早，但村庄并没有产生明显地经

济和阶层分化。这与本地工业化发展路径有关，本
地三来一补的外资经济是出口经济，留在本地的经

济剩余不多，且外资经济以外地老板为主，本地内

生发育的老板不足，村民多是嵌入到本地外来企业

中获取平均工资，村庄内部经济分化很低; 宗族型

村庄的保护性结构也抑制村庄内部的分化竞争，典

型如村庄社会没有边缘人;宗族认同下的大家庭也

是互助的，家族内部助强扶弱，是去分化和无压力

的结构。此外，在本地区位优势下子代结婚不成问
题，婚姻成本也不高，地租经济福利吸纳下年轻人

生产生活面向向内，个体也没有买房压力。因此，
本地社会是一个无压力结构，村庄无压力，家庭无

压力，个体也无压力。在此无压力结构中，家庭目
标较易完成，代际合力未被调动，代际支持的力度

也因此有限，只在日常生活层面进行一定的补给。
在宗族文化和土地资源把控下父代具有一定权威，

父代的劳动力配置更多取决于自己而非子代家庭，

因此家庭劳动力配置的程度也不深。
总之，珠三角农村在半工半租经济结构下，家

庭发展能力不弱，但是地租经济的保障也导致本地

农户进城意愿不高，村庄福利远高于城市的条件

下，农民没有很强的进城动力。在无压力结构中，
代际支持力度较小，家庭劳动力配置也不充分，甚

至产生一定的劳动力逆市场化倾向，年轻群体愈发

青睐轻松的低收入工作，闲暇时间以外出旅游为

主，生活具有很强的消遣性，家庭的积累面向不强。
较高的家庭发展能力并未转化成有效的家庭积累

能力，也未激活城市化，本地村民是逆城市化的。
(二)西南边陲地区农民的去城市化

西南地区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意义上都是典
型的边陲地区，其边陲性塑造出本地内生的经济社

会文化结构。以贵州为例，贵州多山区，人均耕地
面积不多，土质也较贫瘠，是全国重点扶贫地区。
早期生存环境和资源条件相对较差，农民因此对村

庄地缘共同体的依赖性很强。在辛苦劳作与少数
民族文化影响下，村民生活以村庄内部欢愉为主，

注重日常生活的消费享乐。没有人生任务的代际
责任，也没有进城的意愿，家庭发展能力也较弱，现

代性力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生活惯习，其仍然遵循

去城市化的内向型生活面向。
1. 弱半工半耕结构与夫妻兼业模式。市场经

济的发展带动了家庭生计模式的改变，西南边陲地

区也形成半工半耕结构，但是当地的半工半耕结构

是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劳动力配置并不充

分，半工半耕的经济积累也相对有限。以贵阳中村
为例* ，中村人均耕地虽有 1. 01 亩，但是全村属于
浅切割中山丘陵坝子地带，土地极为细碎，且受喀

斯特地貌影响，灌溉水容易下渗，水稻难以耕作，只

能以旱地为主。打工经济兴起后，本地土地开始大
面积抛荒，少数种植烤烟、果树的群体收入也相对
有限，因此，本地农业很难产生有效的经济剩余。
本地务工也具有显著的当地特点:一是以夫妻分工

为主。年轻丈夫在外务工，妻子则主要负责照顾家
庭和小孩，夫妻分工下家庭的劳动力没有最大化释

放，全家只靠一个壮劳力负担，家庭积累能力较低;

二是倾向于非正规就业。本地人偏好自由的工作，
非正规就业成为其首选，但是就业的非正规性导致

工作的不稳定，自主创业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刘静

荣，2020) ，“挣快钱”下务工的有效积累也不充足。
在有限的家庭发展能力下，本地及时性的消费面

向———“先消费、后挣钱”、“赚得快，花得凶”，使得
有限的家庭资源也难以转化为较强的城市化能力。

2. 生活社会中松散的代际合力。西南边陲农
村家庭没有明确目标，农民的生活面向很强，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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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饮食消费上，农民没有节俭意识，家户肉菜基

本不断，每年负债也要吃年猪。同时，农民的生活
是享受型的，以中村为例，当地家户极为注重休闲

娱乐，家中的现代化电器，乃至麻将桌、音响设备等
齐全;且每家都有小车，或借贷或二手; 再者，本地

人喜欢社会交往，朋友之间也经常聚餐。这种享受
型生活以家庭的资源汲取能力为基础，导致家庭资

源消耗在日常生活消费中。但是本地代际关系稀
薄，代际责任不重，子代教育和结婚压力并未转移

给父代，结婚是子代个体的事情，父代普遍“不操
心”，本地结婚成本也不高。即便家庭发展压力相
对较大，也并不影响个体对享受型生活的追求，家

庭资源优先满足个体当下需求。在此享受生活型

的社会中，家庭发展目标是弥散的，代际关系极为

松散，代际支持力度很弱。
低度的资源结构和文化结构塑造下，西南边陲

地区半工半耕的生产力较弱，代际整合力度较小。
村民没有家庭发展意识，家庭有限资源均用于日常

消费。村庄内生去竞争性、无压力，此类低消费、高
福利的村庄社会生活对村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因此，年轻人进城意愿很低，中村全村进城买房率

不超过 15%。进城能力有限、进城动力不足使得本
地农民去城市化。
综上，不同城市化意愿下农民家庭发展动力不

同，基于农民城市化意愿及其能力的双重互动，农

民的城市化表现为不同的实践类型。具体见表 2。

表 2 中国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

城市化意愿
水平

家庭类型 区域比较 家庭目标
家庭资
源配置

家庭生
计模式

代际合力
城市化
能力

城市化
实践

高 发展型家庭

长三角发达
地区农村

城市中产 教育、买房
以代际分工
为基础的三
代人务工

较高 强
就业 导 向
下的 完 全
城市化

中部、华北平
原区普通农
业型村庄

进城流动
教育、结婚、
买房

以代际分工
为基础的半
工半耕

较高 一般
教育、婚姻
导向 下 的
半城市化

低 生活型家庭

珠三角发达
地区农村

享受生活 休闲旅游
以代际分工
为基础的半
工半租

较低 较强
村庄 福 利
笼罩 下 的
逆城市化

西南边陲普
通农业村庄

享受生活 生活消费
以夫妻分工
为基础的半
工半耕

低 较弱
社会 生 活
吸纳 下 的
去城市化

五、结论与讨论

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往往是相互形塑的，
现代社会的的转型尤其是现代性力量的进入，推动

个体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 但是在此过程中，结

构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个体行动具有自为自觉

性，其不仅会根据现实社会结构迅速作出反应，同

时也会基于自身理性选择能动性地予以应对。由
此，城市化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客观的城市化能力，

也应该重视个体主观的城市化意愿，农民城市化不

仅仅取决于城市化的客观发展水平及其城市化能

力，也受制于家庭的城市化意愿及其进城动力。基
于此，本文从农民城市化的意愿和能力双重面向出

发，立足家庭自主性视角，根据家庭发展目标区分

农民城市化意愿的高低，并由此将农民城市化意愿

较高的家庭视为发展型家庭，与之相反的则是生活

型家庭，进而以农民家庭为分析单位，立足实践经

验，通过城市化意愿及其能力的双重互动探究农民

城市化的实践类型与机制。
城市化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关注领域，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尤其指出要“增加就业”、“因城施策”①。
基于此，在城市化的现代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政

策首先要分区域、分城市、分类型有序展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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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

角度可以分为东部发达农村和中西部普通农业型

村庄，不同类型地区农民家庭发展能力不同，城市

化样态也不同，因此国家要分类施策，精准有效地

推动城市化发展。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就地工
业化形塑了家庭较强的发展能力，通过城乡一体化

乃至城市化扩张对农村进行吸纳具有现实基础;但

是对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其城市化能力相对

不足，农村对农民进城而言还发挥重要的支持和保

障作用，这类地区不宜推行过于激进的城市化政

策，而应尊重农民家庭的自主性，遵循渐进的弹性

城市化道路。其次，农民城市化是农民家庭的理性
选择，应立足农民家庭自主性，增强家庭发展能力。

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像西方一样推行

“去家庭化”的政策，相反，在中国“家本位”伦理统
摄下，应推行强化农民家庭功能的城市化发展政策

和目标( 陈卫民，2012) 。尤其是地方政府应维持
基本社会秩序，引导村庄实现公序良俗，为农民城

市化发展和现代性转型提供基本秩序保障。此外，
城市化可持续的关键在于稳定的城市就业及其社

会保障，这是避免城市贫民窟出现的重要基础。当
前中西部一般县城工业稀薄，就业吸纳能力相对有

限，如何提升其就业水平是县域城镇化的长效机

制。这就需要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
对城市工业、企业的培育和扶持，激活城市经济发
展，增加城市就业，真正推进人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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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utonomy and the Practical Type of Peasant Urbanization

LU Qingqing

Abstract: Taking farmer urbanization as the main body and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this pa-
per research the types of farmer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autonomy．Based on the anal-
ysi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urbanize and their ability，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fami-
lies with the goal of class mobility have a higher willingness to enter the city，among which farmers in
the developed areas of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with strong urbanization capacity achieve full urbaniza-
tion，while the agricultural villages in Jianghan Plain and North China Plain，which are second in capac-
ity，have achieved only semi－urbanization; The willingness of living－type families to enter the city with
social life is low，among which the farmers in the developed areas of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have a typical
tendency to counter－urbanization under the cover of the village welfare of the half－work and half－rent，
while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have low urbanization intention and ability．Peasants are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fe and manifested as de－urbanization．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so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ttach im-
portance to the key role of farmer family in urbanization．

Keywords: Family autonomy;Willingness to urbanize; Urbanization capacity; Ｒegion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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